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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渝连片特困区精准扶贫
效益评价及增进策略

———基于SEM模型的实证分析

杨 毅,张 琳
(西南大学 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重庆市400715)

摘 要:随着我国扶贫工作进入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注重扶贫效果、评估扶贫效益成为精准扶贫的重

要抓手与创新路径。研究选取环渝六大集中连片贫困区(渝东北、鄂西北、渝东南、湘西北、川东南、黔西北)近

600户贫困家庭进行问卷调研,突破既往关注宏观政策规制与扶贫主体行为的研究偏好,构建涵括公众期望、

政策适应性、扶贫精准性、价值感知、扶贫绩效等五大方面的扶贫效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对结构方程的

指标信度、结构效度、模型优化拟合,并通过路径系数与中介效应来测算区域间精准扶贫效益及分值排名。研

究认为目前针对性满足受众需求的扶贫供给成为阻滞扶贫效益的关键因素,同时也亟需改进扶贫政策适应

性与精准性管理在扶贫对象价值感知层面的中间效应来提升扶贫效益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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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我国扶贫工作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历经全面县域扶贫———村级重点扶贫———集中连片扶贫

等实施阶段,贫困人口绝对数量不断减少、减贫成效明显,深入缕析其内在根源,即是因时因地制宜

不断优化扶贫路径与方法,以提升扶贫工作效益。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扶贫开发力度、优化扶贫

政策体系,特别是建立与创新了针对脱贫能力不足群体及深度贫困区域的精细化治理机制,如

2013年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出台《建立精

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提出精准扶贫的战略规划,强调“不断提高扶贫工作的精准性、有效性、
持续性”“建立扶贫开发效果评估体系……增强资金使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等。精准扶贫是对既

往扶贫工作效益导向的进一步关注与强化,尤其需要健全科学有效的扶贫效益评价方法。
近年来对精准扶贫的研究主要呈现出关注价值意涵以及措施路径的趋向,而对精准扶贫效益

的评价体系构建与评价方法探究一直相对缺乏。精准扶贫需要精准考核与评价,扶贫效益评价是

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等扶贫流程的“靶向性”保障,建立贫困地区精准扶贫效益评价并在

此基础上进行扶贫策略增进将极大避免扶贫工作的盲目性,提高扶贫措施的精准度,实现扶贫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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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持续化。《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所确定的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中秦巴山区、
武陵山区、乌蒙山区都集中在环渝地带,本研究选取的渝东北、鄂西北、渝东南、湘西北、川东南、黔
西北等六大环渝连片特困区未脱贫人口总数占有相当比例,也是国家精准扶贫战略实施的重要关

注区域。对该区域进行精准扶贫的效益调查,运用结构方程方法检验精准扶贫实施的效益性,采用

信度和结构效度分析法进行扶贫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的探索性因子分析,通过模型拟合优化并进行

验证性因子分析和路径系数标准化处理,最终构建精准扶贫的效益评价模型,以期发掘国家扶贫政

策中的关键抓手和扶贫措施中的阻滞环节,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精准扶贫效益的增进策略,这对于

促进精准扶贫效益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借鉴价值。

二、文献述评

对于扶贫效益评价的研究始终伴随着我国扶贫工作的实践进程,部分质性研究描述了我国政

府扶贫、减贫的直接效果,并由此分析哪些动因促进了扶贫效果,以及揭示现存扶贫举措中的阻滞

机理;也有不少个案研究立足某区域的扶贫经验和政策践行,归纳出提升扶贫绩效的优化途径。另

外还有一些研究从定量研究角度,分析扶贫工作中的具体数据指标来核算扶贫项目的成本———产

出、扶贫资金的运作效率等。通过对扶贫效益以及效益评价既有研究的内容梳理,可以发现其清晰

地呈现出三个维度的学理倾向。
首先,是从扶贫主体角度研究扶贫效益的改进方向。目前学术界形成以战略规划为导向、以组

织协作为核心、以高效执行为基础的政府扶贫效益改进策略研究体系。在战略规划层面,蒂姆·哈

福德通过调查芬兰政府采取的“无条件基本收入”(UniversalBasicIncome)策略,认为提升扶贫效

益的战略方向应立足通过国家补助贫困群体以稳步增进其社会生活的技能,尽管 Mead也提出“长
期接受国家经济福利会增强贫困群体的依赖性,由此降低其自我价值创造的动力”[1]87,但其对扶贫

效果减损并没有获得统计学意义上的证据支持。日韩学者则更多关注文化作为贫困地区重要战略

资源对于扶贫效果的促发作用,韩国着力于通过文化扶贫过程中文化设施的再改造和再利用来提

升贫困区居民的文化生活水平;日本重在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创新文化产品开发模式,基于文

化资源到文化经济的嬗变来实现脱贫。我国学者的研究偏好在于扶贫政策与措施等战略过程对扶

贫效果的作用机制,如董晓波提出了我国新时期反贫困的制度设计应当从单一经济性政策转向全

面社会性政策[2]163;黄承伟等论述了基于可持续发展的扶贫攻坚战略,认为应着眼于受众主体和扶

贫长期效益来指导扶贫的路径选择[3]32-37。而在组织协作层面,姚迈新指出政府主导的扶贫模式极

易导致“假扶贫”、“扶假贫”、扶贫资金渗漏等现象的产生和加剧[4]122-126,蔡科云提出扶贫主体多元

化、合作扶贫等解决方案[5]45-49,赵清艳也提出“以政府为核心领导的相关多元化模式”[6]71-73。多元

化的扶贫组织协作模式也体现在韩国制订农村脱贫人才培养战略时,确立以政府专项教育为基准

点,并协同高校、企业、社会公益组织对相关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在操作执行层面,学术界主要从执

行动力、执行权力、执行能力三个层面进行研究。在执行动力方面,郑志龙认为制约扶贫效益提升

的主要因素是政府内生动力不足,必须增强基层政府对扶贫的政治意义和社会价值统一性认识,提
升政府官员对扶贫工作的公共责任意识与行政伦理精神[7]27-29。而李泽民主要从监督角度研究了

外部压力对政府扶贫资金项目和绩效评估等多个角度的促进作用,认为通过审计、监察等内部监督

和立法、司法部门的外部监督可以提升扶贫部门的扶贫动力和效力[8]40-43。在执行权力方面,我国

目前扶贫开发中责任、权力、资金、任务的省级负责制所固有的审批低效、流程繁复等弊端逐渐凸

显,必须通过简政放权提升扶贫权力的运作效能。在执行能力方面,中国扶贫研究中心课题组提出

强化扶贫开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强调从基础能力、社会发展和特色产业三大维度进行能力

提升,推进扶贫开发治理能力全面提高,以提升政府扶贫的实效性[9]124-130。
其次,是从扶贫对象角度研究扶贫效益的影响机理。学者基于对扶贫理论的剖析,主要从三条



途径对此加以论述:一是基于受众需求的扶贫效益分析。郑宝华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基于制度供求

理论,通过比较需求响应和供给推动机制,认为需求响应机制能有效缓解政府扶贫资源供给不足的

矛盾,有效提升扶贫效益[10]90-96;王志章等对武陵山连片特困区实证研究认为,作为扶贫受众的贫困

人口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事关国家扶贫资源的有效配置,在扶贫过程中须重视受众需求,并根据受

众需求及时准确回应[11]87-91;刘昌昊等采用Probit回归分析方法,通过建立农户政策满意度指标,
得出政府扶贫政策设计不完善影响政策效用的充分发挥和农户的需求评价[12]223。二是基于贫困

文化的扶贫效益探析。贫困文化一词肇始于OscarLewis对墨西哥贫困家庭的分析,他认为贫困

群体的内部互动形成了一种“不求上进”的病态价值信仰体系,由此阻滞了自身走向经济繁荣和冲

破社会阶层桎梏的脚步[13]43-57。哈佛教授Robert.J.Sampsonn也指出,收入的高低不能完全解释贫

富差距,社区的文化规范、价值理念等在评估现实贫困水平方面更有解释力[14],持类似观点的还包

括社会学家萨拉轧·班迪、马里亚诺·格龙多纳,经济学家舒尔茨、缪尔达尔等学者。基于贫困群

体即是“甘于贫困的人”[15]的认知,以 M.Karl[16]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提高贫困人口自身的创造力和

独立性是促进扶贫政策可持续性与高效性,提升扶贫效益的根本路径。三是基于扶贫参与度的扶

贫效益评价。要达成精准脱贫的根本目标,就需要使扶贫主体与脱贫主体良性互动,并让脱贫主体

成为受益主体,进而使受益主体成为行动主体和决策主体,提高贫困农户的参与度。谭银清、李梦

竹等认为在影响农民扶贫参与意愿的因素中,农民对政府扶贫效率的评价至关重要[17]39-45。陈华平

认为转变政府主导的扶 贫 方 式、提 升 农 民 主 体 地 位,对 于 提 高 贫 困 户 的 扶 贫 参 与 度 十 分 关

键[18]113-116。
第三,是从扶贫内容角度研究扶贫效益的评价方法。贫困是一个涵括经济、社会、生理、自然等

的多维度概念[19],因此扶贫效益评价也不能局限于经济维度,应当在综合分析和政策实践中实现

贫困群体的个体感受、贫困家庭的社会事务参与能力、贫困社区的发展潜力[20]等多维度的考量。
在定性研究方面,学者主要对扶贫财政资金的分配与使用来评价扶贫效益,如姜爱华认为要从经

济、社会和行政三方面评价扶贫资金使用绩效[21]17;冉光和、鲁钊阳提出基层扶贫资金的来源渠道

有限、政府的对扶贫资金的层层“过滤”和实际操作中的资金使用偏离目标等均对扶贫资金的实效

性产生了较大影响[22]74。在定量研究方面,学者主要通过构建指标体系进而研究最终扶贫绩效,而

WorldBank所倡导的涵括医疗卫生、预期寿命、儿童死亡率和儿童入学率等在内的贫困群体生活

福利指标成为众多学者构建扶贫效益评价模型的思路[23]26。吴国宝曾用劳动力负担系数来估计外

部扶贫效果,得出全国其他地区经济增长对国家贫困县的绝对贫困人数减少具有较大贡献[24]26;刘
冬梅主要利用来自国务院扶贫办592个贫困县调查数据(1990—1997年)进行扶贫资金投入对贫

困地区发展效应的经济计量模型分析,得出缩小区域差异、促进落后地区发展对政府扶贫资金的投

入有较强的依赖性[25]130。
通过文献梳理不难发现,现阶段对于扶贫效益的评价与改进探讨更多的是立足于政策制度层

面、扶贫主体多元参与、扶贫资金使用绩效,三者均是从宏观扶贫视角与扶贫主体视角的效益评价,
偏重对前期决策与执行层面的评估,包括扶贫决策的制定、扶贫措施的采用。然而无论是决策的制

定还是措施的选择,扶贫的最终靶向都是贫困户与贫困区,其本质特征已经决定其与脱贫主体需求

密不可分,即使是扶贫主体多元化最终也应该服务于地区扶贫脱贫的需求。更为重要的是,扶贫最

终效益不仅体现于脱贫人数、资金回报率等客观指标之上,受帮扶对象主观获得感,如价值感知、满
意度等更是其效益的最直接与本质体现,并且重视扶贫受众层面的主观感受更多偏向对既定扶贫

绩效的测量与评价,强调后期效益评估,具有明显的精准反馈特性。同时,通过对现有扶贫效益评

价的定量研究分析来看,不难发现关于扶贫绩效的定量评价大多采用官方扶贫项目经济数据,固然

与扶贫资金研究的易操作性关联较大,其研究偏好均为通过扶贫资金或政府财力运用效果来体现

扶贫效益,但不免重物质扶贫而轻文化与精神扶贫导向。而精准扶贫不同于以往低效扶贫模式,其



效益体现当然也应是多元共生的。可见仅从宏观与扶贫主体角度进行扶贫绩效的测评缺乏完整体

系,割裂了基于受众需求到制度供给以及扶贫运作的全流程效益评价体系,对真实的扶贫效益的反

映有很大的局限性。将宏观政策规制与微观执行效度、客观精准运作与主观扶贫需求结合起来是

学术界较少涉及的领域,却又是现实与理论需要进行补充的重要部分。因此,本文将这四者有机结

合形成一个系统全面的精准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扶贫效益评价有一定的探索性价值。

三、模型设计与指标构建

(一)精准扶贫效益评价模型设计

将因素分析与路径分析相结合是结构方程模型(SEM)最大特点。作为多元数据分析的重要

手段,其反映的是潜变量(LV)与观测变量(MV)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潜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可以用如下形式的结构方程表示潜变量之间的关系:

η=Bη+Γξ+ζ (1)

  可以用如下形式的测量方程表示指标与潜变量之间的关系:

X =Λxξ+δ
Y=Λyη+ε
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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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
ê

(2)

  我国扶贫效益评价历来重视客观效果因素,然而随着精准扶贫效益评价工作的推进,扶贫效益

受众主观满意度和对满意度评价的重要性也愈发凸显。结构方程模型能够同时处理难以直接测量

的潜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且自变量和因变量可以含测量误差。扶贫效益的公众主观维度测评包括

公众期望、价值感知等多个难以直接测量的潜变量之间的关系,精准扶贫效益评价的多因素纠缠、
互相影响之特性正好与结构方程分析的优势相契合,鉴于此结构方程模型适用于本研究。

从实践视 角,梁 昌 勇 等 学 者 在 结 构 方 程 模 型 的 基 础 上 构 建 了 政 府 部 门 公 众 满 意 度 模

型[26]108-113,陈益芳等将顾客满意度模型引入扶贫效益评价之中[11]89,二者均取得了良好的研究效

果。因此,本研究选用结构方程模型来构建精准扶贫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并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

上设定了公众期望、政策适应性、扶贫精准性、价值感知、扶贫绩效五大潜变量。
公众期望是精准扶贫的出发点,而扶贫绩效则是精准扶贫的落脚点。一方面,收入水平、公共

服务、社会保障作为公众期望的核心构成,事实上涵括了贫困群体作为公民所期许的社会基本权利

以及为实现社会权利所必备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扶贫绩效则由物质生活、文化精神、生态优化

三个维度进行立体化、全方位表达。本研究将受众本位化,将公众主观感受作为核心关注点,正是

与扶贫精准化的时代趋势深度贴合的必然结果。深究之,扶贫对象的分散化和致贫因素的多样化

是精准扶贫的直接原因,而受众特征正是潜藏在差异化贫困背后的根本致因,因此,受众感受也就

天然地成为体现精准扶贫效益的最佳映射。期望是受众对未来状态的应然感受,政策适应性和扶

贫的精准性是扶贫的实然结果,而受众对精准扶贫政策和效果的感知与其期望之间的差值体现了

扶贫的实际绩效。
毫无疑问,公众期望是从需求端考量扶贫对象的直接价值诉求,而扶贫精准性则是从供给侧有

效回应受众渴求。其中,精准识别是前提,只有针对性区分贫困主体、贫困致因、脱贫策略,才能基

于区域资源要素有效开展扶贫工作;精准帮扶是根本,定点定向式的帮扶、点线面结合式的扶贫才

能切实提升扶贫质量;精准管理是路径,对贫困群体的建档管理、对连片特困区的协同管理是扶贫

工作可持续化的最佳选择。质言之,精准识别、帮扶、管理是提高扶贫实际绩效的三个重要支撑点。
与此同时,政策作为精准扶贫进程中的重要影响因素,需要被特别关注。扶贫政策作为政府扶

贫战略的直接体现,必须具有良好的适应性以贴合受众需求,由此,政策适应性事实上成为精准扶

贫的场域环境。出发点良善、执行力高超的政策能有效推动扶贫工作,并在全社会引导、构建由政

府主导、企业参与的扶贫风尚,而不切实际的“政策空转”只会成为精准扶贫的阻滞因素。一项能够



高效推动精准扶贫的政策必须在时间层面具有延递性,在空间层面具有区域性,由此提升政策的适

应性。
另外,价值感知是本研究的中介变量。公众期望和价值感知事实上都是公众对自身社会境遇

及其改善的心理层面的主观感知与认知,而对于扶贫精准性与政策适应性的正确感知是其提升扶

贫价值认知的基础,由此提高主体参与度,使政府层面的扶贫与受众层面的脱贫双向贴合,进而在

多元化扶贫主体网络的支撑下,最终提高精准扶贫效益。因此,本研究构建以公众期望为需求端,
以政策适应性和扶贫精准性为供给侧两翼,以价值感知为中介变量,以扶贫效益为导向的精准扶贫

效益评价模型。
(二)精准扶贫效益评价指标构建

在进行结构方程模型构建之前,需对各潜变量的测量指标进行净化,剔除信度较低的指标,即
进行信度分析,检验一组测量指标是否测量同一个概念,同时检验指标项的内在一致性程度。本研

究利用纠正指标的总相关系数(CITC)进行测量指标的净化,对于CITC值小于0.3且删除后可以

增加测量系数值的指标予以删除。
在信度检验中,对公众期望、扶贫精准性、政策适应性、价值感知和扶贫绩效五大潜变量维度下

的45个观测指标进行检验,剔除了CITC值小于0.3的指标以及删除后可使信度系数值增加的指标,
得到了符合信度要求的指标体系,并对指标体系再编码使之成为最终分析的有效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精准扶贫效益评估指标体系

潜变量 维度 观测变量(代码)

公众期望性
(Exp)

收入水平 扶贫资金补助(A1a);扶贫政策增加收入渠道(A1b)
公共服务 教育投入(A2a);医疗卫生服务(A2b)
社会保障 应对风险事故的能力(A3a);医疗保险(A3b);养老保险(A3c)

扶贫精准性
(Acc)

精准识别 入户调查(B1a);民主评选(B1b)
精准帮扶 干部驻村帮扶效果(B2a);产业发展资金到户(B2b);异地扶贫搬迁效果(B2c);
精准管理 贫困户进入、退出公示(B3a)

政策适应性
(Ada)

区域性
地方经济发展重要因素调查(C1a);
地方政府对重点因素重视程度(C1b)

时效性 政策动态调整(C2a);扶贫工作的阶段性与递进性(C2b)

价值感知
(Per)

扶贫价值感
收入提升(D1a);生活技能提升(D1b);文化娱乐提升(D1c);人生发展潜力提升
(D1d);生活水平提升度(D1e)

扶贫绩效
(Eff)

经济效益 收入水平(E1a);住房条件(E1b)
文化效益 子女入学(E2a);公共文化服务(E2b);文化娱乐活动(E2c)
生态效益 生态环境(E3a);生活垃圾处理(E3b)

  (三)数据来源及样本选择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所确定的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

中形成环渝特征趋势的秦巴山区、武陵山区和乌蒙山区,并依据行政区划归属确定渝东北、鄂西北、
渝东南、湘西北、川东南和黔西北六大环渝连片特困区作为样本区。

调查问卷主要针对调查对象的期望、价值感知等主观因素进行调查,因此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

(Likertscale)进行问题选项设置,每个观测变量均采取五级分制,非常满意5分,满意4分,一般3
分,不满意2分,非常不满意1分,被调查者在某一潜变量维度内的得分总和可反映其在该潜变量

上的观点与态度。基于对被调查者文化水平的考量,调查采取访问问卷的形式进行,即由调查员询

问被调查者相关问题,并由调查员填答问卷,由此提高问卷的回收率及样本质量。本次调查共发放

600份问卷,回收576份问卷,经审核与整理,共得568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约达95%,符合研

究要求,并以样本数据作为基准开展后续实证分析。



四、效益评价模型构建与实测

(一)信度分析与探索性因子分析

经第一轮信度分析,评价体系的指标净化到27个。利用SPSS软件对问卷再次进行信度分

析,检验了观测指标的可靠性,见表2。
表2 信度分析结果

Cronbach的Alpha 基于标准化项目的Cronbach的Alpha 项目个数

0.916 0.915 28

  据表3显示,Alpha值大于0.9,说明本问卷指标经第一轮剔除后十分可信,各项目之间具有真

实的相关存在,且各项目下的观测变量均反映同一特质,因此模型指标较为优良,观测变量数据满

足结构方程模型的要求。用探索性因子分析(EFA)来检验评价体系的结构效度,经检验如表3探

索性因子分析所示,KMO=0.804>0.8,且Bartlett’s球型检验值显著。所提取的五个公因子累积

解释了83.11%的方差,说明该五个公因子已经能很好地对指标进行解释,此时的指标体系的结构

效度较为优良。
表3 探索性因子分析

观测变量 公因子1 公因子2 公因子3 公因子4 公因子5

A1b 0.848
A3b 0.847
A3a 0.841
A1a 0.778
A2b 0.727
A2a 0.586
D1b 0.837
D1c 0.794
D1a 0.751
D1e 0.663
D1d 0.657
E3b 0.750
E3a 0.718
E1b 0.564
E2c 0.556
E1a 0.551
E2b 0.546
E2a 0.509
C1a 0.762
C1b 0.626
C2a 0.601
C2b 0.571
B1a 0.761
B1b 0.699
B2b 0.696
B3a 0.652
B2a 0.597
B2c 0.503

KMO=0.804
CumulativeofVariance(%)=83.11%

(二)评价模型构建与路径效应分析

AMOS17.0软件内定的估计法是极大似然估计法(ML),研究证实在大多数情境下,ML法参



数估计值较其它方法更佳,但使用 ML法进行参数估计的前提假设是,数据必须符合多变量正态性

的假定。将经过结构效度分析后所得的五个公因子作为潜变量,经过理论分析提出了若干二阶验

证性因子模型,经过AMOS17.0软件分析,得到适配性较好的模型,如图1所示。本模型的适配

度,CMIN/DF<2,NFI、RFI均大于0.8,IFI、TLI、CFI均大于0.9,表明模型适配度可以接受。

图1 二阶验证因子模型

依据结构方程模型标准化处理后路径系数如表4所示:
表4 路径系数

变量关系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公众期望→扶贫绩效 -0.12 0.26 0.14
政策适应性→扶贫绩效 ——— 0.48 0.48
价值感知→扶贫绩效 0.93 ——— 0.93
扶贫精准性→扶贫绩效 0.47 0.30 0.77

  从直接效应考量,相同条件下,价值感知对扶贫绩效的影响最为显著,符合预期假设。其次是

扶贫精准性对扶贫绩效的影响较为显著,因此,通过精准识别、帮扶、管理来提高扶贫的综合精准性

对于提升扶贫效益具有明显价值,调查与分析数据不可辩驳地论证了政府提出精准扶贫策略的正

确性与必要性。

从间接效应考量,例如公众期望对扶贫绩效除了具有直接效应之外,还可以通过价值感知这一

中介变量对扶贫绩效产生间接效应。公众期望对价值感知的直接效应为0.28,而价值感知对扶贫

绩效的直接效应为0.93,因此,公众期望对扶贫绩效的间接效应为0.26。而公众期望对扶贫绩效的

总效应为公众期望通过各路径对扶贫绩效产生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之和。

从总效应考量,扶贫价值感知与扶贫精准性对扶贫绩效的总效应较高,分别为0.93与0.77,而
公众期望对扶贫绩效总效应较低且与前两者差距较大。由此可见,精准扶贫在提升效益之时,应更

加注重扶贫受众价值感知与措施精准性的衔接与融合,在贫困户主观价值体验层面给予更多人文

关怀,并将两者有机结合。



由效应分析表可归纳出扶贫绩效评价模型:sat=0.14×exp+0.77×acc+0.48×ada+0.93×per。
(三)环渝区域扶贫绩效的实际测度

根据精准扶贫效益评价模型的公式,以问卷调查的数据为样本,计算六个环渝连片特困区的精

准扶贫效益得分及排名,计算结果见表5。
表5 环渝连片特困区的精准扶贫效益得分及排名

样本区
公众期望

得分 排名

扶贫精准性

得分 排名

政策适应性

得分 排名

价值感知

得分 排名

扶贫绩效

得分 排名

秦巴山区
渝东北 18.497 3 8.341 3 14.190 1 18.669 2 33.186 2
鄂西北 18.148 4 8.518 2 14.163 2 19.236 1 33.787 1

武陵山区
渝东南 17.799 6 7.887 6 13.401 4 18.041 4 31.035 6
湘西北 18.095 5 8.562 1 13.384 5 18.129 3 31.382 4

乌蒙山区
川东南 19.083 2 7.957 5 13.692 3 16.834 6 31.439 3
黔西北 19.305 1 8.184 4 12.748 6 17.137 5 31.061 5

  基于公众期望的考量,显而易见,乌蒙山区(川东南、黔西北)的期望值明显高于秦巴山区(渝东

北、鄂西北)与武陵山区(渝东南、湘西北)。民众高期望会对地方政府产生由下而上的激励、倒逼作

用,这就需要当地政府既要有所作为、稳步推进精准扶贫工作,又要避免急于求成所带来的形象工

程、决策短视等负面影响。

分析政策适应性和扶贫精准性可知,秦巴山区分值较高,而其他两地较低,但总体来说得分均

不高且地区差距较小,可见六大连片特困区在精准扶贫的供给层面均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这与过

去粗放扶贫所形成的政策惯性与路径依赖存在直接的关联,制度变更成本是阻碍精准扶贫效益提

升的重要因素,需要当地政府因地制宜、因时而动,面对精准扶贫新形势不断提升政策的适应性,并
不断提高识别、帮扶与管理的精准性。

对于扶贫受众主观认知的价值感知和扶贫绩效两大指标,秦巴山区最高,且地区差异较大,总
体数值在地理上呈现由东向西递减的趋势,这与经济发展水平区域状况基本符合。此格局由资源

禀赋、历史文化、治理能力等相关因素相互交织而形成。在精准扶贫的时代背景下,需要各连片特

困区以受众的期待和感知为核心,有效回应公众期望,提升政策适应性与扶贫精准性,创造性协同

推进连片特困区间的合作共赢式精准扶贫。

五、结论与增进策略

通过对环渝连片特困区扶贫效益评价模型的研究,深入了解贫困效益的现实状况,对精准扶贫

效益提升具有重要启示。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1)公众期望对扶贫绩效既有正向影响也有负面影响。负向影响为直接影响,路径系数为

-0.12。究其缘由,公众期望是扶贫对象对于精准扶贫需求的主观反映,而扶贫绩效是当前精准扶

贫政策、制度、资金、项目及措施等供给体系产生的客观效果,当前扶贫工作的供求对接失衡或调试

不当均会导致最终扶贫效益的降低。正向影响主要是间接效应,即通过价值感知这一中间变量对

扶贫绩效产生间接效应,价值感知是扶贫对象需求期望在远期的、内隐的价值取向与诉求,并具有

对当期扶贫满意效果的导向性与促进性作用。这一间接的正向效应较好反映了扶贫对象对于我国

扶贫工作未来成效的积极预期和精准扶贫战略的价值认同。但与负向的直接效应关联分析,就需

要关注集中连片地区深度贫困人群现实的、即期的获得感相对不足,亟需持续优化针对性的扶贫机

制与举措,把隐性的制度认同转化为显性的扶贫参与与脱困成效。
(2)政策适应性对价值感知影响较大,为0.52,而对最终扶贫绩效直接影响偏小。调研访谈与

观测数据均发现,当前扶贫对象对于基层政府扶贫工作的政策规划与动态优化感知度较高,这也反



映到诸多扶贫项目能够因时因地结合区域资源,如渝东北、鄂西北等区域通过生态涵养发展特色农

业与开发旅游资源效益明显,其扶贫路径理念的良好落地性也获得了扶贫对象的正向积极评价。

但是政策适应性调整优化具有明显的长期性、宏观性,需要进一步细化与村、户的承接配合,提高政

策适应性对扶贫效果的综合效应以应对短期性扶贫效果影响相对有限的局面。

(3)扶贫精准性与政策适应性呈现对称性特征,对扶贫绩效的直接路径影响大,为0.47,而间接

价值感知较小,政策适应性仅存在间接效应。六大区域的扶贫对象对于当前精准识别、精准帮扶、

精准管理的相关工作流程知晓度极高,精准扶贫在基层普遍得到规范化、科学化的实施。但相对于

具体的政策实惠和项目资金,公众对其能够带来的实效在心理层面的映射并不显著,诸如不少村组

的农户并不认为更加民主的评议流程和长期驻村的扶贫干部“能给自家带来更多的经济收入”,而

更加精准的扶贫流程从效果上又确实体现了对重点人群、区域的靶向性运作实施,并在经济、社会、

生态等扶贫领域效果明显。由此可见,精准扶贫一方面需要进一步稳固政策成效,逐步强化农户对

精准性扶贫工作流程的价值判断,另一方面也需要将微观扶贫机制与宏观政策规划统筹协同,进而

综合全面地提升精准扶贫战略的绩效。

基于以上分析,增进我国的精准扶贫效益可从如下几方面提出策略优化建议:

首先,优化扶贫制度体系,提高扶贫治理能力。要改变扶贫中政府单极制度供给的现实,逐步

形成扶贫社会网络治理的格局,可鼓励推广公私合作的PPP模式,调动社会资本、民间资本和政府

形成合作伙伴关系,尤其是帮扶对象的主动参与,采用“奖励企业+补贴农户”的管理模式,从而实

现补贴式扶贫政策和开发式扶贫政策相结合,降低扶贫项目的运作成本,真正实现政策适应与精准

管理通过市场机制的无缝隙对接和统筹协同。

其次,引导扶贫需求表达,增强扶贫技术利用。可利用数据挖掘、时序跟踪、关联分析、网络聚

类等大数据处理技术构建扶贫数据信息管理平台,跟踪收集扶贫对象情况、贫困状态数据、扶贫资

金项目计划、扶贫措施及动态跟踪信息,全面掌握扶贫对象规模与分布、分析扶贫对象行为与需求,

为精准扶贫政策供给与公众需求的有效衔接奠定技术基础,增强扶贫措施针对性回应机制的运作

效果。同时,要利用移动互联技术在贫困地区有效利用的现实态势,缩短扶贫信息传递渠道、完善

扶贫信息公开体系,一方面政府扶贫政务信息可通过自媒体、公众号、微博矩阵等新媒体技术及时

发布,提高扶贫信息互动性、扶贫项目实时性,另一方面要增强扶贫信息监管的网络治理,尤其是通

过规范扶贫信息的正确权威和口径一致,及时引导农户不理性和不正确的扶贫诉求。

最后,实现扶贫内容全面化、科学化。要在经济扶贫内容上充分利用贫困地区资源特色,发展

差异化经济发展模式,重视利用生态移民和生态涵养的扶贫新方式,要实现经济收入水平脱贫解困

和社会生活质量的协同共进。要高度重视文化贫困业已成为阻碍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障碍

的客观事实,缕析这一导致贫困人群脱贫内生动力大幅下降的社会机理,要逐步构建贫困地区公共

文化服务标准化体系,实现文化站和农家书屋的免费开放、常态运行和精准服务。并且要重视阻碍

全面脱贫的制度扶贫因素,其关键在于制定向农村倾斜、让农民满意的制度设计,深化户籍制度、土

地制度、社保制度等综合改革,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减少阻碍扶贫效果优化的制度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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